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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基于多期倍差模型的实证研究

赵海峰  ， 李世媛
（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92）

摘　要 ： 针对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然而，地方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

的过程中受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制约，使得传统环境规制的收效有限，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在此背景下应

运而生。为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解决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效果，基于 2012—2019 年上市制造业

企业的年度数据，利用多期倍差法考察了这一制度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及作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中

央环保督察整体上有利于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并通过促进地区专业化集聚来发挥作用。同时，该制度对

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重度及中度污染行业的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改善作用明显，也对大规模、国有及民营制

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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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国民经济面临着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压力，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基线，着力调

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显得十分关键 [1]。而随着经济增长步伐的放缓，中国大量重要的行业和企业出现了产

能过剩的情况。其中，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成为政策制定部门和学界的关注点之一。2017 年，国家发

改委等十六部门共同制定并发布的《关于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①指出，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对促进节能减排、优化产业结构、带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

进行至关重要。在《意见》中，制造业中的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钢铁等行业被列为产能过

剩的重点整治项目。由此可知，解决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是中国经济健康增长的重要保障，探究中国制

造业产能过剩的治理问题意义重大。

究其产能过剩的原因，过去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了中国制造业企业长久以来“高耗能、高污染”的生

产情况，欠缺完善的环保制度使部分制造业企业生产成本外部化严重，助长了行业的过度投资和产能规

模的扩张，最终形成过剩产能。而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高度重视，加

强“环保硬约束”对产能过剩企业的监管成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重要对策。2015 年，中国环境监察进入

一个新的时代。2015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②，

首次提出了中央环保督察的政策机制，强调党委和政府严格落实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2015 年 12 月，中

央环保督察组成立并进驻河北省进行试点督察，并在 2017 年底完成环保督察的第一轮行动，这是中国环

保领域内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监管行动。在这一进程中，“散、乱、污”企业成为中央环保督察的重点监察

对象，同时也是落后产能形成与治理的重要主体。因此，把中央环保督察对产能过剩的影响落到微观的

企业层面来研究，能让结论和政策启示更明确，更具理论与现实意义。具体地，本文拟研究中央环保督

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并探究这一影响是否具有异质性。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探究了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实证验证了这一制度的有效性，扩展了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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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研究；第二，从专业化集聚的角度入手，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影响制造业企业

产能过剩的作用机制，丰富了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第三，对中央环保

督察在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问题上的异质性表现进行识别，在实践方面为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治理

落后产能等提供了参考价值。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各国积极制定环境政策以控制当地污染，发展

绿色经济。企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是资源消耗的主体之一，更是环境治理的重要参与

者，其生产经营必然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因此，学界涌现出大量环境规制与企业行为的相关研究。具

体到企业的环境治理方面，国内学者检验了“环保基地”政策 [2] 和新环保税制 [3] 等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发

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的作用效应主要在体现在其环境治理效率、技术创新等方面。国外学者也积极涉足这

一领域，如 Calel 和 Dechezleprêtre[4] 研究了欧盟排放交易系统，发现企业的低碳创新率在该系统监管下提

高了 10%，同时没有挤占其他技术的专利申请资源。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改变过去高投入、高排

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末端治理的环保机制，从源头加强政策规制来实现节能减排，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立足环境规制角度探究产能过剩的问题。从环境规制视角下产

能过剩的成因来看，学者主要认为，由于环保制度存在体系缺陷并且土地产权模糊，地方政府常以低价

转让工业土地、污染环境及帮助企业获得资源的手段来吸引资本流入，发展地方经济。地方政府对环境

管制的放松致使企业的投资成本降低，误判行业利润，最终出现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度投资的现象 [5-6]。从

环境规制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来看，国外学者较早涉足这一领域，得到的结论并不相同。有学者从资本形

成视角出发，提出私人企业的生产成本会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而增加，进而导致其资产收益率降低

及资本积累，有利于化解过剩产能 [7-9]。也有学者基于生产性投资视角来考察环境规制对产能的影响，

Lanoie 等 [10] 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私人企业投资有着先提高后降低的影响。国内学者主要从“遵循成本

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韩国高和王昱博 [11] 以经合组织（OECD）国家为样本，验

证了环境税对制造业的产能过剩的影响主要由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来进行传导。杨振兵和张诚[12]

认为，环境规制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部分企业会因此被淘汰。同时，企业也会在环境规制的激励

下积极创新来参与市场竞争。环境规制从生产侧和消费侧一同提高了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从环境规制工具来看，一般可分“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这两类 [13]。“命令—控制型”

的环境规制在中国一直占主要地位 [14]。从理论上讲，在分权的体制下，虽然中央政府主导环境决策，但

绝大多数基本执法环节都交由地方政府执行 [15]。在原本的“晋升锦标赛”的驱动下，环境保护目标和晋升

奖励的弱激励关系弱化了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动机 [16]，地方政府往往通过放松管制、上下串通甚至自己

成为违规者来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 [17]。因此，在以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政策设计下，“政企合

谋” [18]“形式主义” [19] 及“一刀切” [20] 等现象频发，不能在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上发挥良好作用。

然而，已有学者研究证实，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监察和处罚可以促进其环境政策的有效实施 [21-22]。因

此，面对中国环境执法力度欠缺而使得政策效果弱化的困境，加强对地方环境执法的监督，积极改革原

有的环境规制至关重要。中央环保督察组由原环保部牵头成立，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代表，对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开展环境督察。与以往的环境规制不同，中央环保督察的督察重点由原本地方政府

单一的环保作为转变成地方党委与政府共同的作为 [23]。这一监督新举措使地方党委的环境保护责任得到

前所未有的强化，向地方政府施加了更大的环保绩效和政治责任的双重压力，能够有力地解决“地方保

护主义”等问题。目前对中央环保督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宏观层面影响作用的探索上。部分学

者探究了中央环保督察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如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对空气污染的降低效应与其异质

性的问题 [24-25]。此外，也有学者关注在中央环保督察中的经济效应，如涂正革等 [26] 研究了环保督察试点组

的进驻对河北省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益的影响。

上述文献为本文研究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现有研究

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多数文献研究了中央环保督察对宏观污染物排放和扩散、经济绩效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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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但缺乏向微观企业层面推进的其作用的研究，未能深入揭示环境规制对企业治理行为的影响。

第二，现有文献主要从区域或行业层面考察环境政策对产能问题的综合效应，而对环境规制下企业产能

治理的研究涉及较少。基于此，本文将以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从微观层面的企业治理角度研究中央

环保督察的有效性，分析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影响的过程逻辑以及其具体传导机制。 

二、研究假设
 

（一）中央环保督察和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

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环境成本能够对企业生产投资方面的决策产生影响。中央环保督察的施行向

地方政府施压，加强了政府对企业环境规制方面的把控，从而促使企业投入要素来进行污染防治工作，

将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转移到制造业企业内部。为达到环保督察的要求，制造业企业不仅要支付遵循规

制的直接费用，还需要购买污染处理设备并雇佣与培训相应的操作人员，这些均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生

产成本 [27]。这时，一些不合规的“散、乱、污”制造业企业会因此受到打击，无力负担相应的规制成本，

中央环保督察将通过“遵循成本效应”把这部分企业清出市场。而满足环保督察标准的制造业企业会因此

获取更多市场份额，其生产要素得到更加优化的配置，并且高额规制成本会使这部分制造业企业以更谨

慎的态度制定生产投资计划，有效抑制产能过剩 [28]。而随着中央环保督察的推进，大众的环保意识和社

会的舆论监督会不断加强，因此市场对产品的环保要求会相应提高。一方面，一部分高耗能的制造业企

业会由于创新不足而无法满足市场需求，难以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研发投入的增加会挤占

企业的其他资源，带来巨大的沉没成本，最终使得采取不良生产方式的“散、乱、污”制造业企业缩减产

能甚至停产，加速其被市场淘汰的进程。但在环保督察中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将更加注重自身竞争力的

提升，削减落后产能，进而有助于化解企业的过剩产能。

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的实施需要精准化、具体化，所以研究中央环保督察的异质性问题具有重要

意义。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可能在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地区间表

现出差异。考虑到市场化改革在中国是循序渐进展开的，市场化进程在地区间的发展并不平衡。对于市

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而言，其市场竞争更加公平有序，为该地制造业企业生产发展提供更好的创新氛

围，可以激发企业创新热情，有利于其加大其产能整治方面的技术投入。有学者提出，市场化进程对于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有效性、更完善的法制保障和优胜劣汰机制可以更好地引导中央环保督察发

挥对落后产能的淘汰作用 [29]。

从微观层面来看，中央环保督察对治理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也在具有不同特质的企业间表现

出差异。第一，企业污染强度在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中具有异质性作用。一直以

来，部分重度污染的制造业企业为地方经济增长和税收做出了巨大贡献，地方政府也对这部分企业放松

管制要求。因此，政府在环保督察中会对给予不同污染强度的制造业企业不同的关注度。环保督察组对

污染强度较高的制造业企业更为重视，对于这部分制造业企业来说，其需要反馈的整改力度也就更强。

研究证实，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下，污染强度较高的企业会更加注重调整投资规模并加快技术创新，表现

出明显的企业过剩产能治理的效果 [30]。第二，企业规模的差异性会影响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

过剩的治理作用。不同规模的制造业企业发展实力差距较大，抵抗风险的能力不同，同时受到中央环保

督察的规制激励时，它们对过剩产能的治理情况也会存在较大差异。大型制造业企业由于具有规模优

势，更有能力遵守环境法规。而中、小型制造业企业资金有限，在生产能力、技术创新、人员管理等方

面都落后于大型企业，响应环境政策的能力也相对较低 [31]。第三，企业产权性质也会使得中央环保督察

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治理产生不同影响。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有着不同的资源禀赋及政策方面的

约束 [32]，因而这两类企业对环境规制的反应也是不同的。杜威剑 [30] 认为，中国国有性质的企业和地方政

府间往往存在天然的联系，更容易受到国家政策与规制的影响，其企业在中央环保督察中倾向于严格遵

循环境规制，积极响应治理企业过剩产能的号召。

从以上分析可知，中央环保督察在督促制造业企业遵循规制的同时，也促进了优势企业进行创新升

级以更好地符合环保标准，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从而推动了制造业企业进行优胜劣汰的竞争，使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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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生产要素与资源得到更为优化的配置。因此，中央环保督察的实施加速了落后产能的淘汰，提高了

在位企业的投资效率，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产生有利影响。同时，这一效应会随着地区市

场化程度、企业污染强度、企业规模和企业产权性质的异质性产生不同结果。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治理产生正向影响；

假设 2.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治理的影响会因地区市场化程度、企业污染强度、企

业规模和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二）基于专业化集聚的中介效应

在影响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治理的外部环境因素中，一个地区的经济环境，尤其是地区产业特征不

可忽视。外部性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都提出，专业化集聚带来的外部性能够产生正向的规模效应，

提高个体企业的创新升级的效率 [33-34]，有利于产能过剩问题的缓解。根据产业集聚理论，专业化集聚对制

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化解作用主要通过两方面来实现：一方面，专业化集聚通过实现要素共享来对制造

业企业的产能过剩产生影响。同类型制造业企业在集聚中通过共享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更合理地使用

原材料的同时减少中间投入品的在途损耗，实现更为精细化的专业化生产 [35]。同时，同类型制造业企业

的集聚容易形成更完整的制造和销售链，生产所带来的同质废弃物也更容易被收集。这些都有利于制造

业企业改进不良生产方式，整合过剩产能。另一方面，专业化集聚通过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对制造业

企业的产能过剩产生影响 [36]。同类型制造业企业在研发和技术上均具有相似性，企业从业人员也拥有类

似的知识背景和工作技能。地理位置的临近使得制造业企业从业人员之间的交流学习机会更多，为推动

创新的生产方法、技术流程等传播提供更多的机会，从而有助于加快制造业企业生产的转型升级，淘汰

落后产能。此外，专业化集聚可以为制造业企业之间的技术模仿和借鉴提供途径，有效降低了制造业企

业生产研发中失败的几率，减少其治理落后产能的成本，有利于产能过剩的治理。

政府制定的环境政策被认为对地区专业化集聚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出现“环境规制

诱导型”的专业化集聚，即环境规制的强化通过改变行业中企业的内在规模及数量而对专业化集聚产生

助推力 [37]。中央环保督察有着完善的工作机制和科学的工作方法，执行力度高 [38]。在环保督察纵深发展

趋势下，各地区党委及政府必须快速响应并严格执行国家的环境政策，向制造业企业设置市场准入限

制，提高其环保准入门槛。各地区通过采取能耗限额管理、价格政策执行、产品质量监管等工作手段，

加快了“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缺乏规范性的“散、乱、污”制造业企业在市场上被淘汰的进程，使

得地区专业化集聚水平较为迅速地提升。同时，中央环保督察借助改造专项资金政策等方式，鼓励制造

业企业走“深加工、精细加工”的循环发展之路，引导资源向着环保高效的生产领域配置，也有利于促进

地区专业化集聚的发展。相应的，专业化集聚能够使得同类型制造业企业之间相互关联，通过细化企业

分工，促进技术、知识溢出与基础设施共享等，从而能够让制造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充分利用规模效应

创新升级生产方式，缓解产能过剩的矛盾。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央环保督察通过促进地区专业化集聚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

治理产生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

考虑到产能利用率是产能过剩的反向测度指标，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产能过剩问题时，通常使用产能

利用率来分析产能过剩程度，成本函数法、峰值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生产函数法是被学者

较多采用的产能利用率测度方法。本文将使用生产函数法对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进行测算。采用此

方法的具体理由为：（1）生产函数法既体现了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对产出的影响，也考虑了各

要素投入对产出的贡献，可以反映经济结构及生产活动的变化与特征。（2）生产函数法更容易满足数据

的可获得性，只需资本、劳动力投入和产出水平的相关数据。（3）本研究中涉及制造业行业和企业较

多，个体之间实际所能达到的最大产能存在明显差异，采用生产函数法能考虑不同行业及企业间的产能

差异，提高度量结果的可比性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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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CUit = Y/Ŷ Ŷ Ŷ = êφKᾱLβ̄

Y = f (K,L,A)e−µ = AKαLβe−µ

α β

α β α+β = 1

OCit = 1−CUit

具体而言，本文在借鉴郭庆旺和贾俊雪 [39]、Klein 和 Preston[40] 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估计得到潜在生

产能力 和产能利用率，即 。 的计算公式为： ，是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

出的边界生产函数模型基本形式 推演而得。其中，Y为产出指标，用制造业企

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来表示；K为资本要素投入指标，用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固定资产净额来表示；L为劳

动力要素投入指标，用制造业企业年末员工人数来表示；A代表技术水平，一般是固定常数； 和 则分

别表示资本和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 和 均大于 0，并且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即 。进一步，得到

产能过剩程度为： 。

为提高数据的可比性，本文将主营业务收入和测算所得的理论产能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进行平减，将其他财务数据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本文所选取的上市制造业企业数

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和万德资讯金融终端数据库。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

数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所有数据的价格指数调整均以 2012 年作为基期。 

2. 中介变量

本文使用 ksl（krugman specialization index）指数 [41] 来衡量一个企业所在省份的专业化集聚水平。根据

企业地址中的省份信息与各省 ksl 指数进行一一匹配，使得企业微观数据与省级层面数据对接。ksl 指数

的计算公式为

Ki j =
∑

k

∣∣∣∣∣∣∣∣ Ek
i∑

k
Ek

i

−

∑
k
Ek

i∑
i

∑
k
Ek

i

∣∣∣∣∣∣∣∣ (1)

其中，i、j、k分别表示地区 i、地区 j及行业 k①；E表示从业人员数，由各省各行业就业人数所计算出。

ksl 指数的取值为 0~2，某地区 ksl 指取值越高，说明企业所在的该地区专业化集聚水平越高。衡量一个企

业所在地区专业化集聚的数据来自于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网、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商标局、国家版权局。 

3.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的特征变量有：（1）企业投资机会（Tobin Q），度量指标为企业的股权市值和净债务市

值之和除以总资产账面价值的所得值；（2）企业社会破产成本（ln Employee），度量指标为企业年末员

工人数的对数值；（3）企业运营能力（Capital），度量指标为企业的资本密集度；（4）企业盈利能力

（Roa），度量指标为企业的总资产净利润率；（5）企业融资能力（Lev），度量指标为企业资产负债

率；（6）企业经营年限（ln Age），度量指标为企业结束年份和成立年份的差值对数值；（7）企业规模

（Size），度量指标为企业总资产的对数值。

本文选取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中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实施时间是 2015 年

12 月—2017 年 9 月，本文收集 2012—2019 年沪深 A 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识别政策前后

的效果。样本筛选过程借鉴 Feenstra 等 [42] 的做法，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财务方面存在

异常情况的样本（又称 ST 和*ST 企业）；（2）剔除企业财务数据为零或负数的样本；（3）剔除关键变

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为减小异常值对结果造成的偏误，本文对使用到的连续变量做了左右各 1% 分位

水平上的极端值缩尾处理（Winsorization）。 

（二）模型构建

由于环保督察组突击检查的工作特点，不同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是否受到环保督察的影响，这一事件

有较强的随机性，所以中央环保督察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准自然实验机会。该政策在中国不同省份的推

行时间不同，这种外生的推行时间差异可以采用多期倍差法进行研究，以更好地识别出因果关系。本文

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OCit = β0+β1CEPIit +λXit +δi+ηt +µit (2)

OCit CEPIit其中， 为 t时期制造业企业 i的产能过剩程度；核心解释变量 是用来衡量制造业企业是否接受

中央环保督察的虚拟变量，当中央环保督察组在 t时期进驻制造业企业 i所在省份进行督察时，则当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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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Iit = 1 CEPIit = 0

δi ηt

以后时期 ，将其计为处理组；否则 ，将其计为控制组。同时, 为避免遗漏重要解释变量

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参考现有的相关研究，本文加入了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组 X。本文还控制了企业

的个体固定效应（ ）和时间固定效应（ ）。 

四、结果分析
 

（一）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首先根据式（2）检验出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程度的总体效应，如表 1 所示。本文参

考修宗峰和黄健柏 [43] 的做法，选取固定资产收入比的对数值（ln PPErev）作为制造业企业自身的产能利

用率指标。该指标越高，表示个体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越低，产能过剩问题就相应地越严重。固定资产收

入比由制造业企业年末固定资产净值除以当年营业收入计算得出。模型（1）和模型（2）以测算的制造

业企业产能过剩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模型（3）和模型（4）以固定资产收入比的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OC(1) OC(2) ln PPErev(3) ln PPErev(4)
CEPI −0.001 7**(−2.24) −0.002 0***(−2.72) −0.045 0*(−1.80) −0.045 3*(−1.85)

Tobin Q −0.000 7**(−2.45) −0.023 9**(−2.14)

ln Employee 0.017 4***(11.94) 0.056 1(1.04)
Capital 0.000 4(1.64) 0.008 3(0.85)

Roa −0.009 4(−1.48) −0.583 0**(−2.22)

Lev −0.000 5(0.18) 0.368 0***(3.39)

ln Age −0.012 4 **(−2.43) −0.308 9*(−1.74)

Size −0.013 8***(−9.83) −0.012 1(−0.20)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8 819 8 819 8 819 8 819

R2 0.113 1 0.241 2 0.010 9 0.030 3

　　注：***p<0.01、**p<0.05、*p<0.1；括号内为 t 值。
 

模型（1）~模型（4）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说明回归结果

具备一定的稳定性。借助基准回归模型，中央环保督察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

企业产能过剩的化解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环境保护部的牵头下，中央环保督察组代表党中央和国务

院的权威，严格遵循“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督察理念，对各地进行专项督察。这大大提高地方党政机

关对企业的整改检查力度及全社会的监督力度，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环境规制成本，同时，一大批产能

落后的“散、乱、污”企业被关停。而现存的制造业企业会受到外部环保压力，进而积极进行企业内部的

研发创新工作，主动引入清洁生产设备，淘汰落后产能，假设 1 得以验证。 

（二）平行趋势检验

D0it D−Xit DXit

实验组与对照组中的被解释变量在受到政策影响前的差距趋势应当是平稳的，只有满足这一条件的

实验获得的估计量才具备无偏性。因此多期倍差法的应用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本文借鉴 Beck 等 [44] 的

做法，将环保督察实施的前一年作为基准，并以该年份为界线把其前后时期作为不同组的虚拟变量。其

中， 是中央环保督察在 i省开始推行年份的虚拟变量； 是在 i省督察前年份的虚拟变量； 是

在 i省督察后年份的虚拟变量。估计以下回归方程

OCit = β0+β−4D−4it +β−3D−3it +β−2D−2it +β
′
0D0it +β

′
1D1it +β

′
2D2it +β

′
3D3it +β

′
4D4it (3)

D−4it D−2it从表 2 中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可知，  ~ 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在中

央环保督察进行的当年，回归系数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在中央环保督察发生后的第一

年，也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上述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在治理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方面的

实施效果良好，但其效果不具备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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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

产能过剩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对于异质性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

解中央环保督察的边界条件。本文从宏

观和微观层面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

业企业产能过剩影响的异质性。 

1. 宏观层面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根据《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

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8 年度报告》中

的数据 [45-47]①，以各年所有省份的市场化

指数的中位数为标准，划分为市场化程

度较高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区域进行分

组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结果显

示，中央环保督察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地

区的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程度有显著影

响，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影响不

明显。由此可知，资源在市场发展更完

善的地区可得到较为充分合理的配置，

从而激励该地区企业正确利用资源，谨

慎选择投资机会，相应地减少了产能过

剩的发生。而对于市场化发展落后的地

区来说，其市场上地方保护主义甚至

“政企合谋”等现象较为严重，政府的干

预致使部分制造业企业获取生产资源或

扩大销路困难，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

作，不利于环境规制工具施行，从而阻

碍了中央环保督察影响的体现。 

2. 微观层面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参考王杰和刘斌的做法 [48]，根据目前研究中的行业分类及各行业污染排放情况，分为重度、中

度和轻度污染的制造业企业研究中央环保督察的差异性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由结果可知，中央

环保督察对重度和中度污染的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均为负向显著，对轻度污染的制造业企业的影

 

表 2    平行趋势检验
 

变量 OC
D−4it 0.002 8 (0.70)
D−3it 0.001 1 (0.33)

D-2it −0.000 2 (−0.08)

D0it −0.002 9** (−2.08)

D1it −0.004 2* (−1.71)
D2it −0.002 6 (−0.78)

D3it −0.002 5 (−0.57)

D4it −0.002 0 (−0.39)

企业固定效应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控制变量 Yes
Observations 8 819

R2 0.783 5

　　注：***p<0.01、**p<0.05、*p<0.1；括号内为 t 值。

 

表 3    基于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宏观层面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OC

市场化程度
较高地区(1)

市场化程度
较低地区(2)

CEPI −0.002 7** (−2.36) −0.001 9 (−1.48)
控制变量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Observations 4 514 4 305

R2 0.252 6 0.269 1

　　注：***p<0.01、**p<0.05、*p<0.1；括号内为 t 值。

表 4    基于企业污染强度的微观层面异质性分析
 

变量
OC

重度污染制造业企业(1) 中度污染制造业企业(2) 轻度污染制造业企业(3)

CEPI −0.004 3*** (−2.24) −0.002 3** (−2.17) −0.000 1 (−0.1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2 892 2 725 3 035

R2 0.120 9 0.247 5 0.347 5

　　注：***p<0.01、**p<0.05、*p<0.1；括号内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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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不显著。重度和中度污染的制造业企业污染成本占其生产成本的比重较大，中央环保督察对它们利润

空间的压缩更大，所以其淘汰落后产能的动力更大，向环保督察组反馈出的治理效果更明显。而对于轻

度污染的制造业企业，其存在环境污染及产能问题相对较小，购买污染控制设备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因

此中央环保督察组的监察对其生产运营的影响较弱。

本文根据个体企业的资产总量的三分位数，将所有样本划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制造业企业，研究

了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规模的异质性。由表 5 结果可知，中央环保督察对大型制造业企业显示出

负效应，对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的影响效应均不显著。大型制造业企业在中央环保督察中借助其资本密

集度高等自身优势，大力创新升级，优化生产资源配置，加快去产能的步伐。相比之下，许多中、小型

制造业企业缺乏完善的运作流程和管理机制，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生产组织较为无序。当遇到环保督察

时，生产转型改进的力度相对较弱，创新补偿效应较难实现，不利于借助中央环保督察来缓解其产能过

剩情况。
 
 

表 5    基于企业规模的微观层面异质性分析
 

变量
OC

大型制造业企业(1) 中型制造业企业(2) 小型制造业企业(3)

CEPI −0.004 6*** (−2.74) −0.001 2 (−0.69) −0.000 7 (−0.4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3 035 2 893 2 891

R2 0.223 8 0.094 1 0.354 9

　　注：***p<0.01、**p<0.05、*p<0.1；括号内为 t 值。
 

本文还根据制造业企业的不同产权性质，分为国有、民营和外资制造业企业来研究其异质性，回归

结果如表 6 所示。可以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国有和民营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负向影响显著，对外资制

造业企业的影响则不显著。当环保督察组进驻地方后，国有制造业企业也将受到地方政府更大程度的干

预，在获取政府补贴和资金支持方面更具优势，从而积极进行新产品及工艺的研发，降低生产能耗。而

民营制造业企业盈亏自负，配置资源高效灵活，在发展过程中对市场优胜劣汰机制更为适应。一旦遭遇

环保督察，有更强的自我发展动力，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来弥补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主动进行生产方式

升级，保持市场竞争地位。对于外资制造业企业来说，近年来东南亚的“低成本替代”成为制造业分工和

专业化的主旋律，外资制造业企业的低端产能转移，受到中央环保督察的影响也相应较小。综上，假设 2
得以验证。
 
 

表 6    基于企业产权性质的微观层面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OC

国有制造业企业(1) 民营制造业企业(2) 外资制造业企业(3)

CEPI −0.003 3** (−2.48) −0.003 9* (−1.90) −0.001 5 (−1.3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2 782 4 772 1 265

R2 0.194 8 0.434 3 0.209 4

　　注：***p<0.01、**p<0.05、*p<0.1；括号内为 t 值。
 
 

（四）中介机制估计结果及分析

为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影响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程度的中介机制，借鉴温忠麟等 [49] 及刘航和孙早 [50] 的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首先，在前文中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负效应已经得到验证，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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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下一步检验。然后，进行中央环保督察对专业化集聚影响效应的回归检验，关注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

的预测能力。最后，进行中央环保督察和专业化集聚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影响的回归检验，关注加入

中介变量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预测能力。在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作用显著的情况下，如果加入

中介变量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依然显著，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解释变量作用变得不显

著，则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若中介变量不显著，说明不存在明显的中介效应。

在表 7 的第（2）列中，中央环保督察的系数显著为正，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中央环保督察能显著推进

地区的专业化集聚。在第（3）列中，中央环保督察的系数和专业化集聚指数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但与

第（1）列相比，此时的中央环保督察的系数值均有所降低，表明专业化集聚的加入使得中央环保督察对

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作用减弱。综上可知，专业化集聚在中央环保督察与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关系

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且专业化集聚是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问题产生影响的非唯一路

径，假设 3 得以验证。
 
 

表 7    中央环保督察影响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中介效应
 

变量 OC(1) Mar(2) OC(3)
CEPI −0.001 7** (−2.24) 0.008 0*** (2.86) −0.001 6** (−2.05)

Mar −0.014 0** (−2.16)

Tobin Q 0.000 3(0.43) −0.001 0*** (−5.66)

ln Employee 0.001 1(0.34) 0.020 8*** (28.50)

Capital −0.000 2*** (−3.16) 0.000 4*** (8.41)

Roa −0.001 0 (−0.38) 0.006 9*** (−4.63)

Lev −0.006 8 (−0.83) −0.003 4* (−1.66)
ln Age −0.014 0 (−0.87) −0.003 7 (−0.89)

Size 0.001 2 (0.37) −0.017 9*** (−21.23)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8 819 8 819 8 819

R2 0.113 1 0.051 6 0.177 4

　　注：***p<0.01、**p<0.05、*p<0.1；括号内为 t 值。
 
 

五、稳健性检验
 

（一）内生性处理

内生性问题可能对估计结果的可靠性产生不利影响。在本研究中，中央环保督察对于个体企业来说

属于突发事件，具有强外生性，因此由双向因果关系而导致内生性问题的可能性较低。本文内生性问题

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企业产能过剩程度的延续性特征。根据杨振兵 [51] 的研究可知，制造业企业一般会参考

其前期的销售情况来制定当前生产计划，且计划制定者难以依据市场上的供求变化来快速调整当期产

量，所以前期产能过剩引发后期产能过剩的现象也往往存在。为此，本文引入产能过剩程度的滞后一期

以考察前期与后期产能过剩程度之间的关系，估计方程如下

OCit = β0+γOCit−1+β1CEPIit +λXit +δi+ηt +µit (4)

式（4）的估计结果如表 8 所示。结果显示，产能过剩程度滞后一期的系数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为正，这表明产能过剩程度存在动态延续性，一个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时通常会形成产品积累，如果外

部需求无法快速提升，将会导致后期产能产能过剩局面的出现。而中央环保督察的系数显著为负，再次

证实了其有助于推动解决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因此，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研究所得的结果依

然稳健。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障回归结果的可信程度，本文做了进一步分两类做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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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进行“反事实”的稳健性检验。本文将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各省的时间提前了两年，第（2）
列结果显示此时假定的中央环保督察的作用不再显著，“反事实”的稳健性检验通过。第二，检验是否存

在其他重要环保政策而造成的估计偏差。鉴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去产能”列为 2016 年五大结构性改革

任务之首，2016—2017 年的“去产能”政策可能对部分制造业企业产生较大影响，因此除去样本内属于

“去产能”重点行业的上市制造业企业 [52]①后进行回归，发现第（4）列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三）进一步检验中介机制

β2θ = β1−β3 β2θ = 0

β2θ S β2θ =
√
β2

2s2
θ + θ

2s2
β2

Zβ2θ

为了明确专业化集聚的中介作用，对此做进一步检验是必要的。本文参照 Sobel[53] 提出的方法，结合

杨振兵和陈小涵 [54] 及毛其淋和许家云 [55] 的做法，进行 Sobel 检验。在本文构建的中介模型中，

。因此可以通过检验中介变量路径上的回归系数的乘积项是否显著，即检验 H0： 这一

假设来检验专业化集聚的中介效应。如果原假设受到拒绝，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否则不显著。本文根据

Sobel[53] 的方法计算了乘积项 的标准差： ，其中，s代表相应估计系数的标准差。结

合表 7 的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得到 为-1.73，此结果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就进一步验证了专业化集

聚中介效应的存在性。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针对中央环保督察政策能否推动解决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本文利用上市制造业企业年

度数据，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的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整体上有利于

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并且可以通过促进地区专业化集聚来改善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情况。另

外，中央环保督察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及重度和中度污染的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整治存在明显作

用；对大型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负向影响显著，而未明显倒逼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的落后产能淘汰；

积极作用于国有和民营制造业企业的过剩产能治理，但对外资制造业企业无明显作用。 

表 8    内生性问题检验
 

变量 OC(1) OC(2)
OCit−1 0.189 8*** (3.73) 0.234 3*** (4.86)

CEPI −0.002 0* (−1.87) −0.002 3* (−1.94)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控制变量 No Yes
Observations 8 819 8 819

R2 0.359 2 0.246 0

　　注：***p<0.01、**p<0.05、*p<0.1；括号内为 t 值。

表 9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基础回归结果(1) 改变政策时间(2) 剔除“去产能”政策影响(4)

CEPI −0.002 0*** (−2.72) −0.000 7 (−0.71) −0.002 4** (−2.4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8 819 8 819 8 372

R2 0.241 2 0.131 3 0.219 4

　　注：***p<0.01、**p<0.05、*p<0.1；括号内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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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CS 煤炭、CS 水泥、CS 船舶制造、CS 铝和 CS 玻璃六个行业中的样本企业。



（二）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得出的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推动中央环保督察向可持续与常态化方向发展。根据本文研究，中央环保督察压力在短期内

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其产能治理效果会在督察组离开后逐渐减弱。为此，中央政府应继续加强地方党委

和政府的环保职责，建议将督察结果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中并给予其结果更大的权重，促进产能整

治和经济发展。进一步地，建立严格的中央环保督察长效机制，保障运动式治理效能的持续发挥。

第二，增强督察措施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政府应强调市场

调节的主导作用，保障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提升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

用。对于重度和中度污染的制造业企业，政府应开展重点监督及专项整治工作，集中清理部分污染产

能。针对制造业中、小企业产能治理效果不明显的问题，需保持密切关注，对其偷排偷放现象进行严格

整治，保障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有效执行。另外，要增强国有制造业企业的市场竞争活力，继续鼓励其

加大研发创新投入，积极发挥“创新补偿效应”在化解企业产能过剩方面的作用。政策制定者在未来应密

切关注实际情况，针对企业在宏观环境与微观条件方面的差异性进行“量体裁衣”，实现环境保护与产能

过剩治理的“双赢”。

第三，促进地区专业化集聚的发展。一方面，政府应重视制造业中小企业的规模化发展，在整治不

合规范及排放不达标的制造业企业的同时，也要积极按照“关停取缔、提升改造、整合搬迁”的方式，促

使数量众多、涉及行业众多的中小型制造业企业逐渐形成相应的产业集聚。另一方面，政府今后要充分

开发本地以“优势资源”为基础的产业来提高地区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由此，地区专业化集聚发挥的规

模效应可推动过剩产能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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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Central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on Overcapacity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Based 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Multiphas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ZHAO Haifeng，LI Shiy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In  view  of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the  government  formulated  a  seri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However,  local  governments  are  constrained  b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ue  to  the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centralization,  leading  to  the  limited  effect  of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limited  effect  in  dealing  with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refore, Central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system arose at the historic moment. In order to test the effect of Central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on  reducing  overcapacity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Multiphas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is system and the effect mechanism based on the annual data of list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2012  to  2019.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entral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was  beneficial  to  the  reduction  of  overcapacity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played  a  role  by  promoting  the  regional  specialized  agglom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system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ducing overcapacity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regions with high marketization process and in heavy and moderate pollution industries.

It also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controlling the backward production capacity in large size, state-owned and privat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Keyword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entral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overcapacity of enterprises; specialized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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